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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Ｇ 关系视角下的招投标腐败研究

———基于９０个典型案例
张　 兵　 乐　 云　 王予红　 李永奎

【摘要】Ｂ２Ｇ关系是指商业人士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人脉关系以获得特殊待
遇或稀缺资源。大量文献认为Ｂ２Ｇ关系促进和导致了腐败行为，然而这些研究
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难以进行定量和微观考察。论文从腐败出发构建
腐败关系分析模型，并以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Ｂ２Ｇ关系的本质是
权钱交易，Ｂ２Ｇ关系建立具有选择性，主要指向重要部门的关键岗位官员，特
别是地方党政机构和行政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关系人一般在招投标开展之前就
进行关系活动，关系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关系成本是否能够在未来得到
回报。生存分析表明家人关系和部门类别对腐败潜伏时间具有保护作用，而由
于国家对工程建设领域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把手腐败存在较大的风险。论文
实现了从Ｂ２Ｇ关系构建过程分析腐败问题，并强调Ｂ２Ｇ关系依附于权力，在治
理招投标腐败问题时需要考虑这种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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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是腐败爆发最频繁的领域（Ｍａ ＆ Ｘｕ，２００９），该阶段
也是腐败最严重、最广泛的环节（Ａｇｂｉｂｏａ，２０１２）。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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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ＯＢ，２０１３）调查发现３５％受访者认为招投标阶段是腐败最为严重的环节，
欧盟（ＥＵ，２０１３）统计显示招投标腐败造成了市政工程建设项目４ ８ ～ ６ ６％投
资损失，总计８ ３ ～ １１ ４亿欧元。相较于发达国家，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我
国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行动披露招投标环节的腐败案件为３ ３０５件，占总案件数的１５ ２％，河南省
纪委、监察厅发现６２％的调查者认为招投标环节容易引起腐败（国家预防腐败
局办公室，２０１１），北京市也发现工程腐败活动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的承揽过
程，约占全部环节的６５％ （赵丽，２０１２）。

在这些招投标腐败中，关系与腐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任宇波（２０１２）
指出一些建筑企业为了中标，凭借所谓的关系获得工程已经成为潜规则，“不找
甲方，不拉关系，包不上工程”。王梦恕也认为“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办事情不
请客送礼是不行的，每年上千亿的投招标，关系做不到不行”（张蕊、宋阳标，
２０１３）。为了获得工程项目承揽权和中标，投标人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与相关官员
建立关系，如通过中间人与主管官员建立关系，投其所好，帮助官员及其家人
解决各种问题甚至通过行贿建立腐败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投标人寻求的是权
力而非朋友，通过关系进入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享受垄断租金和支持，
从而满足更多的权力和财富需求（Ｓｕ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１），并获得招标人利用手
中的权力操纵招标投标活动。关系成为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成为腐
败和其他诸如裙带关系、行贿和欺诈等不道德行为的代名词（Ｙａｎｇ，１９９４）。范
英（Ｆａｎ，２００２）指出虽然关系给个人或组织带来好处，但这种好处是以牺牲他
人为代价的，抑制了公平竞争，不利于整个社会。

乐东进等（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指出腐败是关系的主要负面内容，与关系有
关的腐败独具中国特色，关系为腐败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Ｆａｎ，２００２），
一些学者甚至将关系等同于腐败和贿赂（Ｓｔｅｉｄｌｍｅｉｅｒ，１９９９），关系和以关系为
基础的腐败就像不可分开的连体双胞胎，没有不利用关系的腐败（Ｆａｎ，２００２）。
然而与此同时，虽然关系被普遍认为助长了腐败的发生，但很少有研究深入探
究关系滋生腐败的机制（Ｚｈａｎ，２０１２），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关系对商业活动的影
响，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献讨论了关系发生及发展情况（Ｂｅｄｆｏｒｄ，２０１１），总体来
看我们对关系负面影响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Ｌｉ ＆ 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１），如何规范地
分析关系与腐败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从典型
案例入手，量化腐败关系的特征、类型，聚焦于“政府投资项目中关系的类型
与特征如何？发生的关系形式有哪些？关系为什么在腐败案例中发生？”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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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有文献回顾与总结

中国是讲究关系的社会，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概念
（Ｂｕｔｔｅｒｙ ＆ Ｗｏｎｇ，１９９９），边燕杰（Ｂｉａｎ，１９９４）认为关系是指人们之间的客观
联系，杨美惠（Ｙａｎｇ，１９９４）认为关系是一个实践，包括礼物交换、厚待和宴
请等，关系促进人际交往。在众多类型的关系中，商业关系（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ｕａｎｘｉ）
是指利用他人权力来获得政治或经济利益。在中国没有关系将很难进行商业活
动和生意（Ｂｅｄｆｏｒｄ ＆ 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３），根据关系中涉及群体的不同可以将商业关
系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形式，Ｂ２Ｂ类型和Ｂ２Ｇ类型，前者关系双方都是商业人士，
后者则指关系中一方为商业人士另一方为政府官员（Ｆａｎ，２００２），本文着重分
析Ｂ２Ｇ关系。

斯滕蒂福德和马歇尔（Ｓｔａｎｄｉｆｉｒｄ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００）指出在中国，Ｂ２Ｇ关系
在日常商业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支持、资源配置和信息
传递三个方面作用。在提供社会支持方面，关系更有效率，具备持续的竞争优
势（Ｔｓａｎｇ，１９９８），加强和增进关系水平能够提高未来的商业效率和建立关系
的有效性（Ｓｈｅｔｈ ＆ Ｐａｒｖａｔｌｙａｒ，１９９５）。在资源配置方面，关系意味着可以很容
易地获得受控资源和有更多的渠道获得稀缺资源（Ｌｕｏ ＆ Ｃｈｅｎ，１９９７），在我国
的经济转型中，许多资源仍处于地方政府的掌控之下，与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良
好的关系可以容易获得资源并使这些获得的资源发挥更高的效率。在信息传递
方面，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企业普遍面临着较大的信息压力（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４），良好的Ｂ２Ｇ关系可以获得来自于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信息，有效地规避
制度环境变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Ｌｕｏ ＆ Ｃｈｅｎ，１９９７）。另外关系可以作为正式
商业制度的部分替代，是正式法律的重要补充（Ｌｉ，２０１１）。

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Ｂ２Ｇ关系既有好的一面，也存在坏的一面，沃伦
等（Ｗａｒ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将关系比作为一把“双刃剑”，存在“黑暗的一面”，
它的滥用会导致不道德行为，从人情交换滑向权力交易和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社
会规范（Ｌｕｏ，２００８）。这时Ｂ２Ｇ关系不再是以相互温暖、忠诚和尊重为基础的
信任关系，而是声名狼藉的龌龊关系，使得个人能够绕过法律（Ｘｉｎ ＆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９６），并无视商业道德。一定程度上讲，关系与非法付款和贿赂同时发生
（Ｃｈａｎ，２００８），在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金钱和权力的交换或交易中，关
系已经变成连接二者的媒介（Ｆａｎ，２００２）。此时行为人将Ｂ２Ｇ关系行为作为一
种有利于腐败进行的运行机制，关系活动不仅刺激腐败，而且是中国式腐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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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部分（Ｌｉ，２０１１）。总体看Ｂ２Ｇ关系在腐败中发挥着三方面的作用：信
息功能、方便腐败交易功能以及通过行为规范引导人们建立腐败倾向的行为准
则（Ｚｈａｎ，２０１２）。

雅各布斯（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８２）指出在商业关系中，只有很少的关系是固有的，
绝大部分是通过与他人交往的实践获得的，商业人士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来与
那些对他们商业合作有重要影响的人建立和维持关系（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１９９９）。对于
Ｂ２Ｇ腐败关系，由于关系存在功利色彩，需要不停地维系和巩固。据此范英
（Ｆａｎ，２００２）提出了“金钱—关系—权力—腐败”模型，该模型构建了腐败与
关系的联系，认为Ｂ２Ｇ关系是连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的媒介，通过该媒介商
业人士依赖政府官员的权力，以金钱为载体构建腐败关系，表明了Ｂ２Ｇ腐败关
系的本质。尽管该模型第一次构建了Ｂ２Ｇ腐败关系与权力的联系，并从理论上
解释了Ｂ２Ｇ关系发生机理，但该模型仅仅从宏观上构建了简约的模型，并未展
现关系与腐败之间联系的深层次的特征，而①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如何发生腐
败关系？②为什么腐败行为会以这种方式进行，特别是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和原因？③关系行为是如何建立和培养的？④现实中什么样的关系行为
获得人们接受？这些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构建
新的腐败关系模型以解决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实证研究Ｂ２Ｇ腐败关系的构建过
程和特征。

三、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腐败关系模型构建

绝大部分商业关系研究文献聚焦于关系如何用来完成商业目标以及关系结
果，很少注意到关系的发展过程（Ｌｕｏ，１９９７），针对该问题一些研究人员提出
了基于动态过程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在这些关系模型中“三阶段”关系模型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陈晓萍和陈昭全（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０４）从商业关系水平出
发，提出关系发展过程模型，该模型将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关系初始阶段、关
系建立和维持阶段以及关系利用阶段。在关系的三个阶段，关注三个变量，即
相互交往活动中的关系目的，潜在的和实际的关系团体的行为和行动，以及在
该行为下关系的运行规则。在关系初始阶段，关系的目标是为进一步发展关系
而识别和创造关系基础；在第二个阶段，关系的目标是增强关系质量；而最后
一个阶段，双方试图利用关系来解决不易解决的事情，并在此过程中，调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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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关系质量的评估。
与其他商业关系类似，Ｂ２Ｇ腐败关系的形成过程也具有阶段性（陈国权、

毛益民，２０１３），在Ｂ２Ｇ关系中首先需要考虑关系的建立渠道，选择合适的关
系人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在腐败关系建立中需要识别和寻找到对事情有影响
的人从而建立个人关系（Ｂｕｔｔｅｒｙ ＆ Ｌｅｕｎｇ，１９９８），以绕开法律获得高额利润和
回报。在Ｂ２Ｇ关系渠道确定后，建立关系的时间点和关系维持手段的选择也决
定着建立和维持关系能否实现。在腐败关系中，由于政府官员控制着稀缺资源，
投标人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呈竞争状态，众多官员被行贿者竞相追捧，越早进
行则越可能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调查显示超过９４％的腐败在进行正式行贿之
前会有关系的“热身”，通过提供礼物和免费服务拉近关系（Ｌｉ，２０１１）。而在
关系利用阶段，由于仅有少部分的商业关系是固有的，大量腐败关系更多表现
为一次性和时效型，呈现一次性交易关系（陈尧，２００８）。

图１　 腐败关系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０４）自制。

范英（Ｆａｎ，２００２）的“金钱—关系—权力—腐败”模型揭示了Ｂ２Ｇ腐败
关系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以及Ｂ２Ｇ关系在腐败中的作用，但对腐败关系发生的
过程和阶段没有进一步分析。而关系发展过程模型能够较好地弥补以上不足，
从动态视角对商业关系的发生过程进行分析，二者的结合将能够从宏观上揭示
Ｂ２Ｇ关系的本质，又能从微观上探析Ｂ２Ｇ腐败关系的二元关系构建过程。因此
本文在“金钱—关系—权力—腐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陈晓萍和陈昭全
（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０４）的关系三阶段模型，构建了腐败关系分析模型，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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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在Ｂ２Ｇ腐败关系初始阶段，投标人关注的是选择与什么类型官员建
立关系；在关系建立和维持阶段，投标人需要关注三个问题：关系形式、建立
时点以及媒介。关系形式强调关系的选择原则，建立时点关注什么时候建立
Ｂ２Ｇ关系，而媒介则主要分析如何建立Ｂ２Ｇ关系，关系利用阶段的核心内容是
利用完Ｂ２Ｇ关系的后续内容，是继续还是中断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根据“腐败关系分析模型”对招投标阶段的Ｂ２Ｇ腐败关系进行初
步分析，厘清各种关系在腐败中的比例和作用，初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利用生存分析进一步分析上述各种影响因素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
生存分析（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主要用来研究人群生存状态规律、生存率曲
线的变动趋势等，随着研究的扩展，其应用领域逐渐由传统研究领域扩展到其
他研究领域，本文利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腐败潜伏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包括分
析函数和分析方法两个部分内容。

在分析函数方面，生存时间常用生存函数和危险率函数等表示，其中风险
函数是生存分析的核心函数，生存函数又称累积生存函数，为个体腐败潜伏时
间长于ｔ的概率。而风险函数是指个体在ｔ时刻腐败潜伏的条件下，在以后的单
位时间（ｔ，ｔ ＋△ ｔ）内发生腐败行为被抓事件的条件概率。

首先令Ｔ代表腐败潜伏时间，Ｔ为离散的随机变量，取值ｔｉ，ｉ ＝ １，２，…，
ｎ，然后令Ｓ （ｔ）代表Ｔ的生存函数，表示腐败潜伏持续时间为ｔ的概率，
Ｓ （ｔ）为：

　 　 Ｓ （ｔ） ＝ Ｐ （Ｔ≥ｔ） ｔ时段结束时仍处腐败潜伏期的人数研究期初的腐败总人数 ①

另外令ｈ （ｔ）代表风险函数，表示一个腐败潜伏时间达到ｔ的观察对象，从
ｔ到ｔ ＋△ ｔ这一区间内腐败被查的概率极限，计算公式为：

　 　 ｈ （ｔｉ） ＝ Ｐｒ （ｔ ＝ ｔｉＴ≥ｔｉ） ＝
ｐ （ｔｉ）
Ｓ （ｔｉ － １），ｉ ＝ １，２，…，ｎ ②

在分析方法方面，生存分析基本方法包括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分析和Ｃｏｘ回归模型
等，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分析又称乘积极限法，根据每一事件发生时间点的条件概率和
事件相应的概率等信息估计每一个时点的生存率。Ｃｏｘ回归模型则在不对生存时
间的具体分析进行假设的情况下评价协变量对风险函数的影响效果。

本研究根据研究内容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估计生存数据，设观测从０时刻开始，
当记录总体的ｎ个生存数据ｔ１，ｔ２，…，ｔｎ为寿终数据时，记为δ ｉ ＝ １。若ｔｉ为右
删失数据时，记δ ｉ ＝ ０。ｔ（１）≤ ｔ（２）≤…≤ ｔ（ｎ）是ｔ１，ｔ２，…，ｔｎ 的次序统计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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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到一系列δ（ｉ） （１≤ ｉ≤ ｎ），并且ｄｉ 表示观察到腐败被查出的数目，则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估计公式为：

　 　 Ｓ
∧（ｔ）＝ 

ｔ（ｉ）≤ｔ

ｎ ｉ － ｄｉ
ｎｉ

③

另外本文采用Ｃｏｘ回归模型评价协变量对风险函数的效果，为方便起见采用
Ｃｏｘ模型的变换形式：

　 　 Ｓ （ｔ ｜ Ｚ） ＝ Ｓ０ （ｔ） ｅｘｐ （β′） ④

其中Ｓ０ （ｔ）为基本生存函数，Ｃｏｘ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值β值，β可
以看做是Ｚ对危险函数的影响权重。如果β ＞ ０，表示Ｚ与危险率正相关，则Ｚ
是危险因子。若β ＜ ０，表示Ｚ与危险率反相关，则Ｚ是保护因子，若β ＝ ０，表
示Ｚ与危险率零相关，则Ｚ是无关因子。

四、实证分析

对工程腐败定量实证研究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一是数据难以获取，
二是公开的数据往往碎片化，难以系统分析。Ｂ２Ｇ关系散见于诸报端，这些信
息往往呈现碎片化的状态，难以进行系统的梳理，而以关系为纽带的腐败活动
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如果不是案发，很难对招投标中的腐败关系进行描述。为
此一些研究基于公开报道的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李永奎等，２０１３）。但公
开报道存在着描述偏差和选择偏差问题（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并且由于缺
少有效的数据，揭示招投标腐败特征是比较困难的。而选择尽可能多的权威部
门公布的典型案例能够较好地克服这些不足，通过历史文献、调查报告、事件
新闻等获取海量数据，并将各种“数据碎片拼凑成型”。近年来国家对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行动，大量典型招投标腐败案件被公布，这为
Ｂ２Ｇ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能。

（一）典型案例选取

２００９年，中央决定用２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底，全国共查处２ ２２万件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
法行为，查处１ ６７万人。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也公布了大量典型案件，出版
了《斩断伸向工程领域的黑手》《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件剖析与预防腐败指引》
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典型案例剖析》等一系列书籍，这些公布的案件资料具
有代表性，为研究政府投资项目中的腐败关系特征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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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变量量表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潜伏时间 Ｔｉｍｅ 腐败潜伏时间

个体特征 Ｍｏｎｅｙ 腐败金额级别：５０万以下＝ １，５１ － １００万＝ ２，１０１ － ５００万＝ ３，５０１
－ １０００万＝ ４，１０００万以上＝ ５

Ａｇｅ 案发时年龄
关系特征 Ｆｏｒｍｓ 关系形式：家人关系＝ １，熟人关系＝ ２，生人关系＝ ３

Ｌｅｎｇｔｈ 关系时限：临时关系＝ １，长期关系＝ ２

其他特征 Ｐｏｓｔ 职务级别：基层（科级） ＝ １，中层（处级） ＝ ２，高层（厅级及以
上） ＝ ３

Ｄｅｐｔ 部门类别：业主单位＝ １，行政主管部门＝ ２，党政机构＝ ３
Ｐｅｎａｌｔｙ 判决刑罚：有期徒刑＝ １，无期徒刑＝ ２，死刑缓期＝ ３
Ｈｅａｄ 一把手的：是党政部门等一把手＝ １，非党政部门等一把手＝ ０

注：职务级别：参照《公务员法》的公务员行政级别设置分为科级、处级和厅级及以
上；部门类别：参照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工程腐败划分成党政机构腐败、行政主管部门腐败以
及业主腐败三种；判决刑罚根据《刑法》内容进行划分。一把手则根据中纪委公布典型案例
中的是否党政机构、行政主管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案例全部来源于官方公布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典型腐败案例，经过三个月
的筛选，并结合媒体的公开报道和资料，整理出３９８个典型案例，然后根据研
究目的，筛选出其中的１４８个案例作为初步研究对象，最后根据案件信息的完
整性和典型性，最终选取了９０个典型案例。所有案件包括完整的下列信息：腐
败潜伏时间、职务层级、部门类型、腐败金额、关系形式、判决刑罚、一把手
情况及腐败关系长短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分级分类，具体如
表１所示。

（二）腐败潜伏时间

本文将官员从开始接受贿赂到被纪委、检察院双规或逮捕的时间跨度称为
政府官员的腐败潜伏时间，腐败潜伏时间结果如图２所示，表明在招投标腐败
中，平均潜伏时间６ ７年，潜伏时间中位数为６年，约８０％的腐败案例其潜伏
时间超过３年，一半以上的案例其潜伏时间超过５年，其中１５％的腐败案例表

８４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明其潜伏时间长达１０年，另有四个案例的潜伏时间超过１５年。

图２　 政府投资项目中腐败潜伏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现有研究发现从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政府官员的腐败平均潜
伏时间从１ ８年增长到５ ０年（Ｇｕｏ，２００８），韦德曼（Ｗｅｄｅｍａｎ，２００８）也发
现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仅有６ １％的腐败人员是在腐败行为发生的１年内被抓获，
２３ ３％的腐败人员潜伏时间超过３年。而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案件中腐败潜
伏时间更长，一些腐败案例的潜伏时间超过了１０年。

腐败潜伏时间增长意味着腐败变得更为隐蔽和容易隐藏（Ｇｏｎｇ ＆ Ｗｕ，
２０１２），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阶段的腐败中，腐败潜伏时间延长表明这些腐败
更具隐蔽性，腐败行为人可以通过隐蔽的Ｂ２Ｇ关系输送利益并通过这种关系规
避招投标法律制度，从而隐藏其腐败行为。接下来本文将利用“腐败关系分析
模型”对政府投资项目中Ｂ２Ｇ腐败关系的发生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腐败关系分析

根据“腐败关系分析模型”，本部分首先对关系人选择进行分析，其次对
Ｂ２Ｇ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的三个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对关系时限进行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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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腐败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可为后续的生存分析奠
定基础。
１ ． 关系人选择
在Ｂ２Ｇ腐败关系中双方的基础是权力和地位（Ｌｉ，２０１１），这种关系一般仅

针对特定目标，只要控制着不可替代资源，不论级别高低，人们就希望与之建
立Ｂ２Ｇ关系（Ｂｅｄｆｏｒｄ，２０１１）。广州调查发现近８０％的腐败行为人选择对工作
有直接帮助或影响的官员（黄固锋、李锐，２００６）。在招投标腐败中除了职务级
别外，部门不同也会导致Ｂ２Ｇ腐败关系差异，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２０１１）
根据二者不同将工程腐败划分为５种典型模式，并着重强调党政部门和行政主
管部门一把手腐败情况严重。据此本文从职务级别、部门类别和一把手情况三
个视角分析工程招投标阶段的Ｂ２Ｇ腐败关系中关系人对行为人的选择，具体如
表２所示。

表２　 职务级别、部门类别和一把手情况对腐败关系的影响
指标 变量 发生频次 百分比

职务级别 基层 ６ ６ ７％

中层 ３８ ４２ ２％

高层 ４６ ５１ １％

部门类别 业主单位 ２１ ２３ ３％

行政主管部门 ３３ ３６ ７％

党政机关 ３６ ４０ ０％

一把手情况 是党政等一把手 ３４ ３７ ８％

非党政等一把手 ５６ ６２ 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表２表明在职务级别环节中，中高层政府官员所占比例接近９５％，投标人
倾向于同中高层官员建立Ｂ２Ｇ关系，与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在工程项目
招投标中更容易中标，这些官员往往是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活动的最终决策者，
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自述“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
有这样的分量”（王刚，２００６）。而基层政府官员由于拥有具体项目的操作权力
也成为选择的对象，这些行为人可以通过操纵招投标相关环节帮助关系人中标。

在部门类别方面，业主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党政机关三者分布较为均匀，
相对而言行政主管部门和党政机关比例较高，二者占到全部腐败案例的７５％以
上。党政机关虽然不直接负责项目，但对项目具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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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授意、打招呼、批示和强令等手段影响工程招投标结果。行政主管部门
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监管部门，能够利用在项目招投标阶段的管理权影响招投
标活动。而业主单位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等
方式让关系人中标，甚至通过拆分工程方式，让工程游离在招投标法之外。

在党政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等一把手腐败的情况中，９０个典型案例中超过
三分之一的腐败人员为一把手，这些腐败涉及各级党政机构、主管部门、国有
企业、各类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的一把手，这些行为人掌控着一定的行政权、
执法权甚至监督权，可以利用决策权优势干扰招投标，并容易形成招投标腐败
窝案。如天津地铁公司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双双腐败，围绕他们形成了招投标
腐败利益网络，共同侵蚀项目和公众利益。而大量的非一把手腐败也依附于一
把手的腐败而存在，在招投标腐败中他们相互依靠，由一把手负责决策等事项，
具体事项则由大量非一把手的相关人员负责实施，既实现了招投标腐败和利益
转移，又降低了一把手的腐败风险。

目前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仍以“铁公基”为主，超过９０％的政府项目由地方
政府投资（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实施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这
为相关机构官员创造了寻租空间和机会，投标人也希望通过Ｂ２Ｇ关系与这些掌
握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最终权力的人员进行腐败交易，这样可以以最少的投入
获得较高的回报。这些导致了大量地方机构的中高层官员涉入招投标腐败案件，
大量人员是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成立的各种业主单位的中高层官员。
但在招投标活动中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中高层官员直接处理，部分事宜由基层
官员管理，这些基层政府官员更容易接近，其Ｂ２Ｇ关系成本也会较低。
２ ． 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１）关系形式选择。Ｂ２Ｇ腐败关系是用来解决商业问题（Ｆａｎ，２００２），关

系类型影响着腐败关系的建立，在这些关系中腐败行为人倾向与家人和熟人关
系建立腐败（金爱慧、赵连章，２０１０），而生人之间由于存在交易风险（Ｌｕｏ，
２００８），一般不会建立腐败关系。新华社调查发现建筑市场中隐匿的“熟人圈
子”通过围标、串标等活动扰乱招投标市场。基于此本文采用杨国枢（Ｙａｎｇ，
１９９３）将Ｂ２Ｇ关系划分为家人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熟人关系（亲属、朋
友关系等）和生人关系（认识的生人间的关系），并探讨三种不同类型Ｂ２Ｇ关
系对工程腐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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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关系人的关系形式及判决
指标 变量 发生频次 百分比

关系形式 家人关系 ４２ ４６ ６７％

熟人关系 ７１ ７８ ８９％

生人关系 １６ １７ ７８％

判决刑罚 有期徒刑 ６７ ７４ ４５％

无期徒刑 １１ １２ ２２％

死刑缓刑 １２ １３ ３３％

有期徒刑 均值＝ １１ ８５ 最小值＝ ３ ００ 最大值＝ ２０ 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表３表明招投标腐败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所占比例接近８０％，近一半腐
败关系涉及家人关系，而生人关系最弱，发生比例也最低。腐败关系中，熟人
关系一般为工作中的同事、朋友和同学等关系，该类腐败投标人在腐败行为发
生之前已与官员建立起某种关系。家人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腐败行为人
与政府官员的家人进行腐败行为，借助官员的权势获得工程项目，另一种是政
府官员与家人合谋进行腐败活动。由于生人之间的交往是表面和短暂的，一般
很难在腐败中直接与生人建立腐败关系，“不了解、不可靠的轻易不收，既熟悉
又可靠的主动出击”即是写照（李婷、李郁军，２０１２）。该部分结论与广州检
察院发现的近七成的行贿人对行贿对象及其亲属进行了事先了解，仅有１８ ８％
的人直接与关系人建立贿赂关系的结论较相符（黄固锋、李锐，２００６）。

判决刑罚显示超过２５％的腐败者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中平均判
刑期限接近１２年，最少３年，最多２０年，８０％以上判刑时间１０年或以上，表
明工程腐败受贿风险巨大，腐败被发现后惩罚严厉，为降低腐败被查风险，行
为人通过甄选与熟人打交道来降低腐败风险。家人关系位于差序格局中最里层，
具有关系优势和位置优势，会出现权力的泛化，引发递延权力，并降低行为人
的受贿风险，使利益均沾。而生人和熟人关系腐败风险相对较大，特别是生人
之间的腐败交易，但腐败行为具有扩散属性，新的腐败行为人会由于高额的腐
败收益主动或被动加入到腐败活动中，这一方面扩大了腐败的渗透能力，另一
方面也能够增大腐败收益，因此在Ｂ２Ｇ腐败关系中，家人等腐败关系可以降低
腐败风险，而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可以扩大腐败收益和规模。

（２）关系建立时间。在招投标中为了获得工程项目，“萝卜招标”“空降招
标”及“父子招标”等腐败不断发生，相当多的招投标活动流于形式，一些建
设项目没有进入招投标程序之前就通过Ｂ２Ｇ关系的“地下运作”而完成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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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通过对招投标阶段的划分分析招投标腐败中Ｂ２Ｇ关系的介入时间，其中
将招投标阶段划分为投标前阶段、投标阶段和合同授予阶段三个阶段（Ａｍｅｙａ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表４　 关系人关系建立时间选择
阶段 发生频次 百分比

投标前阶段 ８７ ９６ ６７％

投标阶段 ６ ６ ６７％

合同授予阶段 ２ ２ ２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表４表明招投标腐败中，超过９５％的腐败行为人在项目招投标开始前就已
经进行相关的关系活动，仅有少量的Ｂ２Ｇ腐败关系发生在招标阶段和合同授予
阶段，而在合同授予阶段发生Ｂ２Ｇ腐败关系的比例最低，发生在这两个招投标
阶段的Ｂ２Ｇ关系一般为亲人和熟人关系，双方在项目招投标之前就进行过腐败
合作，相互已经非常熟悉，如窑煤集团安全监控系统招标中，招标小组选定一
家未与领导有“要好”关系的企业中标，该公司领导直接推翻招标结果，擅自
决定将标底四分之三的设备转由与自己有关系的企业供应安装，剩余的设备由
原中标企业供应安装（甘冀轩，２０１１）。

腐败交易的利益分配是通过人际关系而非价格竞争，这些利益关系一般在
正式交易之前就已经进行，这样能够通过表面合法的手段规避监督。在招投标
中腐败投标人打听到政府即将启动某项工程项目，确定和锁定该工程项目的管
理人员，当发现与官员已经建立Ｂ２Ｇ关系，则激活关系。若并未建立联系，则
通过中介关系建立联系。此外政府官员控制着招投标活动，政府官员的权力成
为稀缺资源，早日与其建立关系并进行关系维护，可能分一杯羹，否则别的同
行会乘虚而入，取而代之。而且关系建立需要时间（Ｃｈｅ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０４）。因
此政府投资项目中腐败关系一般在招投标发生之前已经建立起来。

而招投标和合同签订阶段介入则是关系人和腐败者在之前已经建立了非常
强的关系。关系发生作用表现为由于招标前期并未介入，在招投标项目的招投
标公告和报名结束后，政府官员通过掌控招投标权力将关系人所在企业加塞进
去，并向评标委员会打招呼。在合同阶段的关系介入，则由于该阶段项目招投
标活动已经结束，中标单位已经确定，此时行为人通过向中标单位施压，胁迫
中标单位将一部分工程甚至全部工程违法转包或分包给关系人单位。但这两种
情况一般发生较少：一是由于招标程序已经启动，容易造成程序违法，二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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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其他关系的利益。
（３）关系建立和维持手段。Ｂ２Ｇ关系遭到诟病之处就是以贿赂作为主要手

段（Ｂｒａｅｎｄ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反腐败中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ＣＩＡＣＣ）与透明国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将建设
工程领域中贿赂物分为现金和非现金两种（ＧＩＡＣＣ ＆ ＴＩ，２００８），本文在此基础
上将Ｂ２Ｇ关系的贿赂物品分为三类：第一类金钱（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如
购物卡、储蓄卡和存折等）；第二类交易型贿赂，官员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受
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
等物品；第三类其他，包括高档奢侈品、赌博中的赌资等利益输送以及节庆红
包等。

表５表明招投标腐败中Ｂ２Ｇ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全部需要以金钱为基础，所
有的Ｂ２Ｇ关系均涉及现金交易。有２５％的行为人存在交易型贿赂，交易型贿赂
是新类型贿赂，主要存在于大宗的不动产和动产中，披着合法的外衣，伪装巧
妙，在合法行为的掩盖下进行非法目的。第三类的其他物品可分为三类：第一
类维护关系，如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和婚丧嫁娶等的礼尚往来；第二类投其所
好，喜好收藏名画则送名画，爱好打麻将赌博则供上赌资；第三类为表示关切，
如腐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包揽家庭房屋装修，投标人通过这些嵌入于日常生
活的送礼活动巩固了与受贿人的Ｂ２Ｇ关系。

表５　 关系人利益输出形式
类别 发生频次 百分比
金钱 ９０ １００ ００％

交易型贿赂 ２３ ２５ ５６％

其他 ５６ ６２ ２２％

资料来源：作者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在这些贿赂物品中，由于我国金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存在大量的金融机
构外现金流转，腐败行为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大额现金，Ｂ２Ｇ关系双方通过现
金交易实现隐匿非法交易轨迹；而在交易型贿赂中，腐败官员通过署名他人的
不动产等规避腐败风险，实现Ｂ２Ｇ关系的权钱交易。可以看出现金和交易型贿
赂的共同特征是掩盖腐败行为，揭示了Ｂ２Ｇ关系的本质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
权钱交易。另外超过６０％的案例存在其他类型的行贿物品，这些贿赂以日常关
系往来掩盖腐败行为，通过送礼拉近关系和表达对官员的关切，这类腐败的
Ｂ２Ｇ关系隐匿在中国传统关系中，在貌似合法的外衣下进行非法的行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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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隐秘性，这样建立起来的腐败关系更为隐蔽，并且日常的请客送礼、人
情往来等可以与政府官员铺垫关系，伴随着关系的升温，交易型贿赂和现金交
易将接踵而至，情感交流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换的实质。
３ ． 关系时限
Ｂ２Ｇ腐败关系表现为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起到工具性

作用，一般是短暂和不稳定的，有始也有终，当依赖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
耗费大量的财务和管理资源时，Ｂ２Ｇ关系产生的费用和风险可能大于潜在的好
处和利益，这时关系人可能会有意识地削弱或终止他们的关系。本文根据Ｂ２Ｇ
腐败关系长度划分为临时关系（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ｕａｎｘｉ）和长期关系（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Ｇｕａｎｘｉ）（Ｆａｎ，２００２），并对二者进行了分析，具体如表６所示，其中腐败成本
即腐败案件查明公布的腐败金额，也即Ｂ２Ｇ关系成本。

表６　 临时关系与长期关系比例表

部门类别
临时关系 长期关系

发生频次 百分比 发生频次 百分比
业主单位 ２６ ４６ ４３％ ２２ ３４ ３８％

行政主管部门 １８ ３２ １４％ ２４ ３７ ５０％

党政机关 １２ ２１ ４３％ １８ ２８ １３％

关系比例 临时关系＝ ５６ （６２ ２２％） 　 长期关系＝ ６４ （７１ １１％）
腐败成本 均值＝ ５５９ ６３　 最小值＝ １０ ００　 最大值＝ ３５６０ 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资料整理制作。

表６表明临时关系和长期关系发生的频次相当，长期关系稍多，此外有３０
个案例中既存在临时关系又存在长期关系，可以看出在招投标腐败中，长期关
系和临时关系共同存在，约三分之一的行为人仅存在临时关系，三分之一的行
为人关系中既包含临时关系，又包含长期关系，而超过三分之一的行为人关系
为长期关系，说明Ｂ２Ｇ腐败关系持续时间有长有短，不一而足。

在Ｂ２Ｇ腐败关系的部门分布上，临时关系和长期关系均存在于业主单位、
行政主管部门和党政机关，但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临时关系较多地存在于业主
单位，约占临时关系总数５０％，其次分别是行政主管部门和党政机关的腐败关
系。而在长期关系中，与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建立腐败关系则占全部长期
关系的４０％，其次分别是与业主单位主要领导和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长期关系。
可以看出在业主单位的官员Ｂ２Ｇ腐败关系中，临时关系明显多于长期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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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官员Ｂ２Ｇ腐败关系中，长期关系则高于临时关系。
另外在Ｂ２Ｇ腐败关系成本方面，平均值为５５９ ６３万元，最少的行贿金额是

１０万元，最多的达３ ５６０万元，腐败关系成本非常高昂。由于高昂的成本，不
同关系人会根据项目和行为人特点选择关系类型，关系利益的大小决定着关系
长度。业主对项目具有实际管理权，那些只需要建设单一项目的业主单位，关
系人则倾向于与官员建立临时关系，而对那些常年有项目的单位，行为人则倾
向于建立长期关系。行政主管部门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监管部门，既拥有项目
决策权又有项目实际管理权，通过权力可以规避招投标或让招投标流于形式。
因此无论是在临时关系中还是在长期关系中，其所占比例均较高。而党政机关
负责人是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对地区的事务具有决策权，权力介入环节多
和权力集中，极易形成腐败关系。

（四）腐败生存分析

上文对招投标腐败的潜伏时间以及Ｂ２Ｇ关系进行了探讨，本部分将在此基
础上对腐败潜伏时间进行生存分析，首先对影响变量指标进行选取，本文关注
的是Ｂ２Ｇ关系中官员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因素，包括官员个体特征、关系特征
以及其他特征三个方面，具体如表１所示。个体特征中选取的指标为腐败金额
等级和案发时年龄，其他特征中的判决刑罚为腐败行为受到的法律制裁，并非
腐败影响因素，因此选取指标为职务级别和部门类别两个，个体特征和其他特
征的变量名和取值范围具体如表１。在关系特征方面，同一官员的Ｂ２Ｇ关系可
以存在多种关系形式，也可以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关系时限，有鉴于此，本文
对表１中的不同关系形式和关系时限均采用０ － １变量，如果案例中存在该类型
关系，则设值为“１”，否则为“０”；变量具体设置为：家人关系（Ｆａｍｉｌｙ）、熟
人关系（Ａｃｑ）、生人关系（Ｓｔｒａｎ）、长期关系（Ｐｅｒｍ）和临时关系（Ｓｈｏｒｔ）。
综上可得本部分生存分析的因变量为腐败潜伏时间，自变量共３大类１０个指
标。生存分析的最低要求变量的个数与样本量之间呈５ － １０倍关系，本文满足
要求，下文将利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 ０与ＳＰＳＳ １９ ０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１ ． 腐败潜伏时间生存检验
首先利用Ｋａｐｌａｎ － Ｍｅｉｅｒ生成置信水平为９５％的生存函数和密度函数，在此

基础上将腐败生存年限分别设为３年、５年、１０年和１５年，并分别进行腐败潜
伏时间生存检验，求得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表明在招投标阶段腐败中，腐败潜伏时间生存年限为３年的约为８０％，
生存年限为５年的约６０％，超过１０年的生存率约为１５％，该部分分析结果与

６５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４ ２分析相呼应。为了保证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分析，防止腐败潜伏时间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相差迥异、数列奇异值严重和保证数据的稳定性，文章引入四分位分
析，结果显示２５％的值和７５％的值分别为４年和９年，二者与平均值相差较大。
分析结果显示在投标腐败案例中，腐败潜伏时间本身分布较为复杂，呈现出异
构性和多种特性。下文将通过生存分析方法的Ｃｏｘ回归分析模型对这些现象的
背后原因做进一步量化分析。

表７　 腐败潜伏时间生存检验值

生存年限 生存个数 生存率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３年 ８２ ０ ７７７８ ０ ０４３８ ０ ６７７１ ０ ８５０５

５年 ６１ ０ ５８８９ ０ ０５１９ ０ ４８０２ ０ ６８２４

１０年 ２０ ０ １４４４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８１３ ０ ２２４９

１５年 ４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８６１

指标 均值＝ ６ ７ 　 ２５％值＝ ４　 　 ５０％值＝ ６　 　 ７５％值＝ 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腐败Ｃｏｘ回归分析
本部分通过Ｃｏｘ回归分析模型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

采用基于Ｗａｌｄ统计量的向后逐步分析，以０ 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其整体
检验的最终Ｐ值为０，检验结果表明腐败潜伏时间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回
归关系，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为了检验选取的指标能够显著地影响腐败潜
伏时间，退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０ １０，剔除对因变量作用不显著的变量，经
计算，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及其相关参数指标如表８所示。

表８　 腐败潜伏时间Ｃｏｘ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Ｅｘｐ （β）
Ｄｅｐｔ － ０ ３１６ ０ １６３ ３ ７４５ ０ ０５３ ０ ７２９

Ｆａｍｉｌｙ － ０ ５４７ ０ ３０２ ３ ２７９ ０ ０７０ ０ ５７９

Ａｇｅ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９ ６ ６９２ ０ ０１０ ０ ９５２

Ｍｏｎｅｙ － ０ ２３４ ０ ０９７ ５ ８８９ ０ ０１５ ０ ７９１

Ｈｅａｄ ０ ６０４ ０ ２４９ ５ ８６０ ０ ０１５ １ ８２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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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给出了在Ｃｏｘ模型分析过程中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及其相应的检验情
况，可以看出选取的变量中最终有５个指标进入模型，达到模型的显著性要求，
这些变量分别是腐败金额、部门类型、家人关系、年龄和一把手情况等５个指
标。其他变量的Ｐ值超出我们设定的标准，最终未能进入模型，表明职务级别、
熟人关系、生人关系、临时关系和长期关系等对腐败潜伏时间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８中Ｅｘｐ （β）为相对危险大小，小于１说明是保护因素，大于１为危险
因素，本文中小于１说明该变量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是反向的。分析结果表
明招投标阶段的腐败潜伏时间Ｃｏｘ回归模型中有４个指标的Ｅｘｐ （β）值小于１，
则这４个变量全部为保护因素。对于家人关系变量，当Ｂ２Ｇ腐败关系中存在家
人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腐败风险，并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存在家人关
系比不存在家人关系的腐败风险能够降低５０％。而对于部门类型变量，其Ｅｘｐ
（β）小于１，表明相对于业主单位，越是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党政机关的腐败
人员，其腐败风险越小，其风险降低值接近３０％。

对于年龄变量，回归分析表明年龄越大，其腐败的风险越低，同样对于腐
败金额变量，腐败金额越高，其腐败潜伏时间的风险率也越低。近期大案要案
表明涉案中的年龄越大，其相应的职位一般也比较高，所拥有的权力比较大，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年龄越大，涉案人员级别越高，涉案金额越大，查案的难度
越大，而处理的难度也越大。这就导致了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阶段的腐败中，
年龄和涉案金额成了腐败风险的保护因素。而对于一把手情况来说，越是一把
手则腐败被抓的风险越大，表明当下虽然存在一把手权力较大、难以监督制约
的问题，但相较于其他行为人，其腐败潜伏时间较短，该结论与已有结论相符
（乔德福，２０１４），表明伴随着反腐力度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管和反腐的加强，一
把手腐败蔓延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打击。综上分析Ｃｏｘ模型的生存函数表达
式为：

Ｓ （ｔ） ＝ Ｓ０ （ｔ） ｅ － ０ ２３４ｍｏｎｅｙ － ０ ３１６ｄｅｐｔ － ０ ５４７ｆａｍｉｌｙ － ０ ０４９ａｇｅ ＋ ０ ６０４ｈｅａｄ （４）
通过腐败潜伏时间生存检验和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阶

段，腐败的潜伏时间较长，影响因素多样，既有关系层面的影响，也受到任职
部门和一把手情况的影响，并且与腐败金额和年龄因素有一定相关性。其中是
否一把手对腐败潜伏时间影响显著，一把手的能够降低腐败潜伏时间。而家人
关系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存在家人关系能够降低超过５０％以上
的腐败风险。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家人关系的情感维度最强，强
烈的情感属性让腐败者之间形成同盟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相互之间表现为长期
的寻租关系，并且这种腐败关系隐藏在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之中。而对于熟人

８５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腐败中分布最广的类型，但对腐败潜伏时间并没有显著
性影响。另外本文无法证实生人关系之间的腐败增加了腐败风险，这可能由于
生人关系的数据样本量太少，模型无法进行验证。

而关系的其他类型，如临时关系、长期关系、主动关系、招标前关系，这
些对腐败潜伏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关系更多表现为进
行腐败时双方之间采取的关系策略，针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部门类型和不同
级别的腐败官员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这些关系方式方便了彼此进行腐败行为，
是腐败进行的“中介”因素，并不能影响到腐败潜伏时间。

此外不同部门类型对腐败潜伏时间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职务级别对腐败潜
伏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当腐败人员为诸如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时，腐败
的风险比行业主管部门与党政机关的显著：这一方面由于在这些部门和单位中，
建设活动并非常规活动，对建筑领域的具体操作不是非常熟悉，并且对“潜规
则”的了解深度和操作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单位和部门的投资建设
项目更多表现为一次性，腐败双方的投机心理更强烈，双方寻租更强调一次性
收益，缺乏长期的演化博弈过程和长远利益，这就导致了这些单位和部门的腐
败比其他类型部门的风险高。对于行政主管部门，由于他们常年负责政府投资
项目招投标的相关事务，对招投标流程和各种“潜规则”十分熟悉，能够通过
各种手段规避腐败中的风险；而对于党政机关，其腐败人员一般位高权重，不
直接参与招投标过程，腐败手段隐蔽，如果不是案发和偶然事件，这些行为很
难被察觉。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招投标腐败中的Ｂ２Ｇ关系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腐败关系分析模
型”，并利用多案例探讨腐败行为个人之间的Ｂ２Ｇ关系。研究表明大量的招投
标腐败是通过Ｂ２Ｇ关系进行的，并在招投标活动开始前就已经展开，这样可以
让双方有时间从形式上保证招投标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为了成功地进行腐败行
为，投标人通过投其所好、表示关切以及礼尚往来等形式向相关官员建立Ｂ２Ｇ
关系，披着嵌入于人情往来和请客送礼的人际关系外衣，以文化习俗等形式实
现腐败利益的转移；这揭示了Ｂ２Ｇ关系本质是权钱交易，并通过交易型贿赂和
现金等隐蔽手段掩盖腐败行为。

在关系发生环节，腐败行为人倾向与熟人建立Ｂ２Ｇ关系，由于工程腐败面
临着被惩处的危险，与生人建立关系风险较高，一般选择家人和熟人作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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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另外投标人倾向于与重要部门的权力核心官员建立关系。这些行为人掌
控着项目招投标资源，对项目拥有最终决策权，打通这些行为人可以直接获得
工程项目，而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党政机关和主管部门成
为Ｂ２Ｇ关系的重灾区。生存分析表明家人关系和部门类别是招投标腐败的保护
因素，但由于近年来来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特别是一把手反腐败的力度，处于权
力核心位置、拥有权力优势的行为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反腐败形势。

本研究从事实案例出发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同案例所呈现的异同寻找规
律性的证据，从微观Ｂ２Ｇ关系的构建对象、渠道以及作用机制等方面出发归纳
腐败发生路径。揭示Ｂ２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企业中标，替代企业的技
术能力和资质，进而形成潜规则和非正式制度，这导致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有
没有关系已经成为是否能够中标的重要条件。另外，Ｂ２Ｇ关系的盛行和泛滥导
致招投标中的正式制度的失灵和失效，扭曲了“关系”的本质，并将其异化为
腐败的工具和手段。除此之外由于这种制度是地下运行的，需要合法的“外衣”
保护，而关系则成为这种“外衣”，因此Ｂ２Ｇ关系导致腐败行为更加隐秘和难
以查处。

有鉴于此，在治理招投标腐败时，首先应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管理，提高
招投标过程中的信息有效性，建立完善的招投标监管和治理制度，只有通过这
些手段清除了Ｂ２Ｇ关系赖以生存的土壤才能真正消除“关系”对招投标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在，还应下大力气解决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
度的负面作用以及各种“潜规则”，对各种类型的Ｂ２Ｇ关系特别是家人关系给
予重点关注，防止相关行为人利用“关系”为“外衣”进行各种腐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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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ＯＢ． （２０１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ＩＯＢ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ｉｏ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ＩＯＢ％ ２０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２０ｉ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ＵＫ％ ２０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Ａｍｅｙａｗ，Ｃ． ，Ｍｅｎｓａｈ，Ｓ． ＆ Ｏｓｅｉ － Ｔｕｔｕ，Ｅ． （２０１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ＡＲ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９４ － １３１６．

ＥＵ． （２０１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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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ａｎ，Ｙ． （２００２）． Ｇｕａｎｘｉ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ａｉｎｓ 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３８
（４）：３７１ － ３８０．

ＧＩＡＣＣ，＆ ＴＩ． （２００８）． 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ｉａｃ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ＩＡＣ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ＮＵＡＬ． ＩＮＴ． ｐｄｆ．

Ｇｏｎｇ，Ｔ． ＆ Ｗｕ，Ａ． Ｍ． （２０１２）． Ｄｏ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ｙ Ｄｅｔ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２（２）：１９２ － ２０４．

Ｇｕｏ，Ｙ． （２００８）．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４：
３４９ － ３６４．

Ｊａｃｏｂｓ，Ｊ． Ｂ． （１９８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９ － ２３６．

Ｌｅｅ，Ｄ － Ｊ． ，Ｐａｅ，Ｊ． Ｈ． ＆ Ｗｏｎｇ，Ｙ． （２００１）．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ｌｏ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ｘｉ）．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３５（１ ／ ２）：５１ － ６９．

Ｌｉ，Ｊ． Ｊ． ＆ Ｓｈｅｎｇ，Ｓ． （２０１１）． 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Ｇｕａｎｘｉ Ｂｏｌｓｔｅｒ 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０
（４）：５６１ － ５６８．

Ｌｉ，Ｌ． （２０１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Ｂｒｉｂ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Ｇｕａｎｘ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２０（６８）：１ － ２０．

Ｌｕｏ，Ｙ． （１９９７）．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３７（１）：５１ － ７０．

Ｌｕｏ，Ｙ．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２）：１８８ － １９３．

Ｌｕｏ，Ｙ． ＆ Ｃｈｅｎ，Ｍ． （１９９７）． Ｄｏｅｓ Ｇｕａｎｘｉ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４（１）：１ － １６．

Ｍａ，Ｃ． ＆ Ｘｕ，Ｃ． （２００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ＩＥ ａｎｄ ＥＭ ２００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００９ ＩＥＥＥ １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７４ － ２７８．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Ｊ． Ｄ． ，ＭｃＰｈａｉｌ，Ｃ． ，Ｓｍｉｔｈ，Ｊ． ＆ Ｃｒｉｓｈｏｃｋ，Ｌ． Ｊ． （１９９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２ ａｎｄ １９９１： 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１３ － １３０．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Ｓ． Ｄ． （１９９９）． Ｇｕａｎｘｉ：Ｇ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６：
３４ － ３９．

Ｓｈｅｔｈ，Ｊ． Ｎ． ＆ Ｐａｒｖａｔｌｙａｒ，Ａ． （１９９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３（４）：２５５ － ２７１．

Ｓｔａｎｄｉｆｉｒｄ，Ｓ． Ｓ．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Ｒ． Ｓ．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 － 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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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３５（１）：２１ － ４２．
Ｓｔｅｉｄｌｍｅｉｅｒ，Ｐ． （１９９９）． Ｇｉｆ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Ｂｒｉｂ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２）：１２１ － １３２．
Ｓｕ，Ｃ．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Ｊ． Ｅ． （２００１）．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ｕａｎｘ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３３（３）：１９９ － ２１０．
Ｔｓａｎｇ，Ｅ． Ｗ． （１９９８）． Ｃａｎ Ｇｕａｎｘｉ Ｂｅ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１２（２）：６４ － ７３．
Ｗａｒｒｅｎ，Ｄ． Ｅ． ，Ｄｕｎｆｅｅ，Ｔ． Ｗ． ＆ Ｌｉ，Ｎ． （２００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５５（４）：３５３ － ３７０．
Ｗｅｄｅｍａｎ，Ａ． （２００８）． Ｗｉｎ，Ｌｏｓｅ，ｏｒ Ｄｒａｗ？Ｃｈｉｎａ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ｒ ｏ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４９（１）：７ － ２６．
Ｘｉｎ，Ｋ． Ｋ． ＆ Ｐｅａｒｃｅ，Ｊ． Ｌ． （１９９６）． Ｇｕａｎｘ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９（６）：１６４１ － １６５８．
Ｙａｎｇ，Ｋ． Ｓ． （１９９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Ｔ． Ｙ． ，Ｔｓｅｎｇ，Ｗ． Ｓ．

＆ Ｙｅｈ，Ｙ． Ｋ．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 － ３９ Ｈｏｎ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Ｍ． Ｍ． （１９９４）． Ｇｉｆｔｓ，Ｆａｖｏｒｓ，ａｎｄ Ｂａｎｑｕｅｔ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ｈａｃａ
Ｎ． 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ａｎ，Ｊ． Ｖ． （２０１２）．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ｍ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５８（２）：９３ －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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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

Ｂ２Ｇ关系视角下的招投标腐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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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Ｚｈｏ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ｌｅｆ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ｒａｗｓ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１，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ｏｌ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２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 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９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Ｙｕｎ Ｌｅ ，Ｙｕ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 Ｙｏｎｇｋｕｉ Ｌｉ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ｓｃａｒ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ｅｖｅｌ，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ｘ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ｉｓ ｎｏｔ ｂｌｉｎｄ．
Ｉ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ｋｅ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ｐｐｅｎｓ

１０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ｒ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ｘｉ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ｈｕｇｅ ｒｉｓｋ ｄ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ｘ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 ｉ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Ｓｏ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２Ｇ Ｇｕａｎｘｉ；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ａｔ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ｉｎｇ Ｆ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ｕｔ，ａ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ｗａ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ｅｘｔｒａ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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